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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西部大开发的形势下，我国出现大规模人口和劳动力的跨地

域流动，许多东部汉族商贩和农民工来到西部民族地区，西部少数民族农村青年也大量进

入城镇，有些来到沿海大城市寻求就业和发展机会。本文对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基本态势进

行了分析，在笔者开展的实地调查基础上对这些劳动力流动与就业中出现的问题开展了讨

论。文章指出，应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来看待跨地域的各族人口流动，并逐步建立一个全

国范围的劳动力市场，使各族劳动者能够根据自己的特长“嵌入”到全国经济的结构中去，

针对目前各地劳动力市场上少数民族农民工遇到的语言障碍和缺乏就业技能等实际问题，

政府必须给予必要的扶助并关注进城少数民族农民工的“文化适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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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在 21 世纪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社会结

构和经济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城镇所有制结构进一步多元化，股份制企业、民营企

业、合资和外资企业得到迅速发展；二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的出口加工型企

业急剧扩展，成为“世界工厂”，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都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期；三是在沿

海地区劳动力和经营成本逐步提高的环境下，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进入中部甚至西部

边疆地区以降低成本，中央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和相应的巨额项目投资为西部各产业的

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这样社会和经济发展形势下，全国各地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的迅速

发展使城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劳动力需求，这就为广大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提供了新

的契机。也正是在这样的态势下，我国出现了人口大规模跨地域流动，同时西部地区农村劳

动力进城务工开始成为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变化对我国西部少数民

族地区的社会经济转型和城乡民族关系必然带来巨大冲击和新的发展机遇。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们一直在中国西部地区（新疆、西藏、内蒙古、青海、甘肃等

省区）开展有关农村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实地调查。近期调查结果表明我国西部少数民族聚居

区的人口跨地域流动在本世纪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形式，劳动力流动规模也比 20 世纪 90 年

代有很大的增长。在近年来所开展实地调查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对当代中国

人口跨地域流动及其对族际交往、民族关系的影响进行讨论和分析。

一、人口跨地域流动中的族际交往

以人口跨地域流动和跨城乡流动这两个维度为指标，当前在中国有四个人口流动潮流

需要关注：第一个是东部和中部汉族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向本地城镇的流动；第二个是东中

部地区的汉族劳动力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流动，第三个是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向

当地城镇的流动，在许多西部城市中汉族是城市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个是西部少数

民族农村劳动力向沿海和中部汉族聚居城镇的流动。

如果我们粗略地把全国地域划分为“汉族聚居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自治地

1 本文刊载于《中国人口科学》2009 年第 6 期，第 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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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两大区域，出现在两大区域的四个劳动力流动潮流无论在规模和形式上都是改革前不

可想象的。特别是后三个劳动力流动潮流都直接与民族之间的交往有关，也必然会促使我国

各族民众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和深入。与此同时，各族之间的文化差异（语言与宗教等）在

这样的密切交往中更加凸现，各族劳动力在就业市场上的相互竞争更加直接并呈现出新的

态势，加上国家加大了对西部地区自然资源（石油、天然气、煤炭等）的开发力度，少数民

族民众开始关心这些资源开发受益分配的公平问题。随着人口流动和互联网的信息传播，西

部地区的各族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都越来越关心本地区的经济开发对自己的就业和发

展机会的影响，同时关心外来流动人口对本地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冲击与竞争。随着中国经济

的迅速崛起，境外势力也对中国国内的政治格局、族际关系给予更多的关系，各种敌对势力

都把挑拨中国民族宗教关系作为牵制中国发展的重要手段，通过各种宣传手段极力对我国

各阶层进行渗透，这些因素都使我国西部多民族地区的政治形势和族际关系进一步复杂化。

当发生了一些可以利用来煽动民族情绪的突发性事件时，很容易被作为“导火索”用以刺

激民众情绪，使部分青少年和民众走上街头，造成破坏社会治安和街头暴力骚动的现象，

一些暴力恐怖分子也趁势夹杂其中，极力恶化局势。2008 年拉萨的“3.14事件”和 2009 年

乌鲁木齐的“7.5事件”就是其中特别严重的事例，这两起事件造成了民众生命和财产的重

大损失，显著恶化了当地的族际关系，也吸引了全国人民以及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在经济和就业方面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农村、城镇和大中专毕业

生的就业问题得以缓解，农村青年中学毕业后在公社挣工分，城镇青年由劳动局安排就业，

大中专毕业生则由人事部门统一分配工作。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农村劳动力过剩，

大量农村中学毕业生只有进城打工来寻求就业机会，城镇待业青年和大中专毕业生也完全

需要到劳动力市场上通过竞争来实现就业。在这样的体制转变下，城乡青年的就业问题已经

成为影响西部地区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最重要的问题。各种形式的人口跨地域流动，就是

在这样的体制变迁和经济发展态势下出现的。

由于西部各个地区有着各自不同的社会演变历史和不同的民族人口构成，因此各地也

出现了具有不同特点的就业局势和民族关系的热点问题，无论是政府还是学术界都需要根

据本地实际情况来调查研究和协调解决本地的各类社会矛盾。针对民众反映最强烈的社会问

题和社会矛盾，及时地开展调查研究，借鉴历史和其他地区处理类似问题的经验与教训，

梳理出具体问题的症结和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并在实践中不

断修订改善，逐步摸索经验，在各项工作中具体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做好就业工作当作最

重要的社会基础来努力建设西部地区的和谐社会，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下面我们将对与民族交往有关的三个人口流动潮流的基本态势和引发的社会问题进行

梳理和讨论。

1．来到西部地区的汉族流动人口

西部大开发是我国在 21 世纪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改善区域发展不平衡、加快少数民

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为了实现这一宏大目标，中央政府和中央直属企业在西部各省区

设立了许多大型项目，也投入了巨额资金，对交通、通讯、能源、城市建设、水利、生态环境保

护等基础设施进行全面更新改造，改善投资和建设环境，以此为条件进一步吸引东部、港台

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来西部发展，从而全面提升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经济活动的科技水平

和经济实力，这是西部地区各族人民面临的极大发展机遇。

在短时期内实施如此大规模的投资建设，在资金技术引进、管理人才培养、合格劳动力

的培训等各方面的工作通常很难彼此配套和协调，外来企业的人员使用要求与本地劳动力

的现有水平之间必然存在明显差距。在东部沿海经济发展中行之有效的市场运作机制（“项

目招标”等）必然会引入到西部地区的建设立项过程中，自体制改革以来沿海地区的建筑

施工单位已经进行了人员大幅度调整和设备的更新换代，在用人和分配机制方面已经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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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并且已经具有一些与境外资金、企业合作的经验，这使它们具有了较强

的投标竞争能力。西部地区当地的国有建筑施工单位在投标西部的建设项目时，尽管占了地

利，但与来自沿海地区的这些建筑公司竞争时，并不具备必然的优势。因此在投标程序中西

部的许多项目很可能由来自沿海地区企业来承办。而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其他所有制的企业，

人员的雇用将会采用劳动力市场化的机制。这些来自沿海的企业一般愿意雇用语言沟通便利、

有一定工作经验的汉族工人。所以在国家大量投资、许多项目实施的形势下，从东部和中部

城乡到西部城镇寻求就业机会的汉族农民工必然会不断增加，为这些汉族人口和旅游者服

务的其他就业机会（旅店业、餐饮业、运输业、娱乐业等）也必然吸引许多东部的服务业企业

和汉族经商人员来到西部城镇，在为西部城镇的建设事业和旅游业做出贡献的同时，他们

也必然会遇到本地少数民众在就业与发展机会方面的竞争，从而把民族关系这个复杂议题

带入到一般性的经济竞争中来。

笔者曾经承担了教育部“西部开发中的流动人口与族际交往研究”课题，2005 年在乌

鲁木齐、拉萨、兰州、银川、西宁、格尔木这 6 个西部主要城市进行了总样本量为 12239 人的流

动人口问卷调查。从这次问卷调查数据中，我们可以对这 6 个主要城市的流动人口基本情况

有所了解，在表 1 中反映出在一些城市的流动人口已经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平均年龄在 30
岁左右，男性约占 63%-70%，受教育水平则参差不齐，如银川流动人口中高中毕业生仅占

11%，乌鲁木齐则高达 45%，反映出不同城市的产业结构和劳动力需求差异，少数民族所

占比例在各城市间也有很大差异，来到乌鲁木齐的流动人口汉族比例最高、之前务农比例最

低、主要在服务业和个体商业、平均受教育水平最高、对工作满意度最高。与之相比，银川流

动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最低，平均收入也最低（表 1）。

表 1、六城市被访流动人口调查结果的基本情况（2005 年）

调查

城市

政府估测

该市流动

人口数

有效

问卷数

平均

年龄

高中

以上

%

男性

%
未婚比例

%
已婚夫

妇流动

%

少数

民族%

乌鲁木齐 48.0万 2201 31.5 45.5 67.1 37.5 80.0  8.5
兰州 56.9万 2545 29.9 23.5 66.2 40.5 58.5 35.2
西宁 12.3万 2848 29.8 30.5 63.3 40.3 86.3 30.1
格尔木  5.8万 1319 31.2 23.8 66.2 32.3 56.5 30.3
银川 14.7万 1856 28.7 11.5 68.4 46.9 40.3 10.2
拉萨 10-20万 1470 32.3 21.9 69.9 25.6 35.0 32.0

调查

城市

流入该市

高峰年份

来自主要

省区

来自主要

地市

来前

务农

%

职业自

寻%
服务业、个

体商业%
对工作

满意%
月平均收

入（元）

乌鲁木齐 2000-2003 四川-河南 喀什 22.0 46.3 60.9 92.7 1115
兰州 1998,2001 河南-陕西 天水-临夏 30.5 36.8 55.7 77.5 1064
西宁 2001-2005 河南-甘肃 青海-循化 33.5 32.8 58.9 85.0 1227
格尔木 2004,2005 河南-陕西 民和-西宁 33.1 35.0 27.1 69.4 1447
银川 2005 甘肃-陕西 周边城镇 65.2 46.6 31.8 82.2 814
拉萨 2005 四川-甘肃 兰州 29.9 45.4 65.4 84.2 1113

资料来源：马戎、马雪峰，2006：146。

无论是来自东中部的汉族流动人口还是来自本地区农村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从家乡

来到西部城市后都面临一定的就业竞争和文化调适的过程，周围的市场机制、语言文化氛围

都不同于自己熟悉的乡村社区。对于来自东部的汉族流动人口，拉萨居民信仰的藏传佛教和

乌鲁木齐维族民众信仰的伊斯兰教文化都是他们所不熟悉的，他们在中小学读书时很少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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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到介绍西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文化宗教的知识，在使用汉语交流遇到障碍时很可能对少

数民族产生文化偏见。与之相对应，城市中由汉族企业主导的就业市场和汉语要求也是西藏、

新疆来自本地农村的少数民族青年所不熟悉的，他们心中由此产生的文化隔膜和文化紧张

也使他们对就业竞争更加敏感。远离家乡社区和家人，缺乏亲友的心理籍慰，都使得他们在

脱离了传统的社会道德制约的家乡社区的同时，很容易做出偏激的行为。这两部分流动人口

在西部城市就业市场和生存竞争中相遇，很容易滋生出一些需要关注的族际交流问题。

2．关注西部城市中来自本地区农村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汉族农村劳动力过剩，就业压力使部分汉族流动人口从东部和中部农村来到西部城镇，

西部地区自身的农村同样面临就业压力，相当数量的本地少数民族农村青年也把进城务工

看作是就业谋生的主要方法。2008年笔者组织了西藏拉萨、日喀则、泽当三个城市的总样本量

为2463人的流动人口问卷调查，持有农村户口的占流动人口总数的90.6%。

一些外国学者也很关注我国西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现象，如美国梅尔文 ·戈
德斯坦教授在发表的西藏地区13村780户调研报告中指出：在基层乡村的学校了缺乏汉族教

师，藏族青少年几乎没有汉语口语能力，高生育率（他调查的55-59岁已婚妇女平均生育

7.1个孩子）是农村人口增加、人均耕地较少（自80年代初到1996年当地人均耕地减少了

19.9%），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就业机会就是进入城镇务工（Goldstein, et al, 2006: 204-
206）。类似的农村基层社区的调查都表明农村青年进入当地城镇就业是一个不断增强的发

展趋势。

由于在农村学校里没有机会学习和使用汉语，来到城镇的藏族或维吾尔族农村青年在

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很自然地处在十分不利的地位。目前即使是在我们调查的喀什和南疆的县

城里，当地第二产业和服务业（如开出租车、餐馆服务员）需要一定的汉语交流能力，石油

企业招工也要求汉语能力，所以汉族流动人员即使是在这些城镇里也比不会汉语的维族青

年更容易找到工作。这样的对比使维族青年的心理十分不平衡，当他们在就业市场上多次受

挫后，很容易萌发出“排汉”情绪。与生存竞争密切相关的民生问题，在西部少数民族聚居

区很容易演变为族群竞争和相互排斥。

在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下，采取行政手段强制性限制外地劳动力进入西部地区是行不通

的，而且西部的各项事业的发展也需要来自外部在一些产业上有经验有技能的汉族人员，

如何协调好本地剩余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需求和吸收外来劳动力两者之间的关系，成为西部

地区各级政府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针对本地少数民族农

民工就业困难的若干个“瓶颈”问题，政府采取积极和切实有效的措施来缓解和改善其就

业状况，是非常必要的。例如针对农村维族、藏族青年汉语能力低的问题，政府可以开办免

费的“汉语培训班”，讲授最基础的交流用口语和基本汉字，也可针对当地有劳动力需求

的岗位（厨师、建筑工等）来组织免费的技能培训。这些政府出资和组织的“培训班”可以

有效地提高少数民族农民工的就业竞争能力。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还可以出台一些税收、贷

款优惠政策来鼓励国有和私营企业招收少数民族农民工，采用多种方法、拓展各种途径来帮

助少数民族农民工就业。政府对本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已经进城寻求就业的人数、找到

工作的比例、工作的稳定性和平均收入水平等都应当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做到心中有数，这

样政府部门就可以判断出有多大比例、多少人员处于失业状态，在就业机会和收入方面汉族

与少数民族全体之间是否存在差距，差距有多大。当来自农村的失业人员达到一定规模，农

民工中有一定比例就业失败时，就有可能出现社会的不稳定，当少数民族与汉族农民工之

间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差距很明显时，就很容易引发族际冲突。西方多族群国家的社会学家们

长期开展“族群分层”结构与其发展态势的研究，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想政府提出具体

的改进措施，当族际差距接近“临界点”时向政府发出预警通知，这些方面的调查体系和

预警机制，是完全可以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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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西部地区城市开展实地调查时，可以观察到在当地少数民族农民工与汉族流动

人口之间的就业竞争，也观察到有相当比例的少数民族农民工的就业机会、工作稳定性、收

入水平等明显低于汉族流动人口。这无疑会产生族群之间的抱怨甚至敌对情绪，近两年发生

在一些城镇的街头骚乱和打砸抢烧汉族店铺的行为，与民众中的情绪是有一定关联的。我们

的课题组在2005年对拉萨1470名各族流动人口的调查结果显示，拉萨城区汉族流动劳动力

月平均收入是藏族的1.5倍。在2008年夏季的拉萨、日喀则、泽当三城市流动人口调查中，汉

族流动人口平均月收入进而增加到藏族的2.2倍，这种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对当地的民族关

系无疑会有负面的影响，政府部门必须给予高度关注并采取措施缩小差距。

对 2005 年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的双变量相关分析显示，“民族成分”既与收入相关，也

与年龄和教育相关。但如果以收入为因变量，以年龄、教育、民族成份、职业、是否自行经营等

为自变量，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出汉族相对较高的收入主要是由于他们年龄普遍较大，

受教育程度明显较高，而“民族成份”与“收入”之间的联系没有统计意义。拉萨的汉族劳

动者比藏族平均大两岁，汉族劳动者中的文盲比例只有 3.3%，藏族却为 32.3%，教育水

平差距是导致汉藏流动人口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因素（马戎，旦增伦珠，2006：159-160）。

   2005 年西部 6 城市流动人口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各族都有一定比例的被访者认为当地

的民族关系存在问题。有 7.6%的汉族被访者公开表示该地民族关系“不好”，同时有 4.8%
的少数民族被访者公开表示民族关系“不好”。在问卷调查中，被访者回答这类涉及到“民

族关系”的敏感问题时通常是十分谨慎的，已经有一定比例的被访者公开表示民族关系

“不好”，这说明当地的族群隔阂和矛盾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了，政府必须对这样的动态

给予足够的关注并采取必要措施来改善民族关系。

3．东部地区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在一个现代国家，族群人口的地理分布会逐步从各族聚居的模式转为相对混居的模式，

为使一个国家内部各地区和各族群逐步实现均衡发展，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各族人口的跨

地域流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由于包括族群历史、就业机制等多种原因，在 1949 年前西部

地区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很少到汉族聚居的沿海和中部大城市寻求就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除大学招生外，少数民族农村青年进城的情况也非常少见。只是在改革开放后，农村劳动力

从公社制度下得到解放，城镇经济所有制和就业机制的改革也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提供

了条件。而我国西部少数民族成员自发地流动到东部和沿海城镇寻求就业机会并定居下来，

这是我国民族居住格局中出现的新现象，对未来民族关系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我们把 1990 年和 2000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比较，就能发现已经有一定数量的西部

少数民族人口来到东部沿海省份就业。例如生活在藏族自治地方（包括西藏自治区和青、川、

甘、滇 4省的藏族自治州及自治县）以外的藏族人口从 1990 年的 30万增至 2000 年的 40万，

占 2000 年我国总人口的 7.4%。同期新疆以外的维族人口从 7544 人增加到 53771 人，增长 7
倍。虽然这些离开西部传统居住地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目前的绝对数量和在占本族总人口的

比例并不很大，但却是值得重视的发展趋势（马戎，2009：14）。

我们选择了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这三个有代表性的西部少数民族为考察对象，通过

1982 年和 2000 年这两次人口普查期间各地人口统计数字的变化来分析少数民族人口迁离

本族传统聚居区的情况（表 2）。在 1982-2000 年的 18 年期间，这三个民族的人口在沿海和

中部大多数省市中都快速增长。维吾尔族人口在广东、福建、江西增长了超过百倍，藏族人口

在天津和江西的增长超过 40倍，蒙古族人口在广东、安徽、贵州的增长超过 30倍。这一发展

态势显示出这三个长期在西部处在自我聚居状态的民族已经有部分成员流动到东部和沿海

城镇了，他们在新的天地里积极寻求就业发展机会。这样逐步发展下去，我们可以预期中国

的传统民族居住格局将发生变化，来到中部和沿海城镇的少数民族人员主要是受到较多学

校教育的年轻一代，其中一些人有可能定居下来。另一些人会返回家乡并自己在沿海城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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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阅历和就业经验阅历带回到去，这些人将作为本族民众和沿海发达地区之间的桥梁和

纽带在未来发挥积极的作用，促进家乡社区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并会带动更年轻的一

代也走向沿海和大城市。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沿海城市和西部地区之间的

经贸往来与人员交流将会更加频繁，这将会推动中国地区差距的不断缩小，使中国各地区

之间的发展渐趋平衡。

表 2、沿海和部分中部省份三个少数民族人口的变迁（1982-2000 年）

东中部省份 藏族人口 维吾尔族人口 蒙古族人口

1982 2000 增长倍数 1982 2000 增长倍数 1982 2000 增长倍数

北京 820 2920 3.6 757 3129 4.1 9350 37464 4.0
上海 104 1642 15.8 176 1701 9.7 1277 6468 5.1
天津 30 1271 42.4 63 974 15.5 1409 11331 8.0
广东 388 7020 18.1 12 3057 254.8 506 20669 40.8
福建 87 1290 14.8 10 1080 108.0 162 6114 37.7
浙江 35 1084 31.0 11 785 71.4 249 3604 14.5
江苏 82 2659 32.4 54 2213 41.0 1770 14167 8.0
山东 173 2733 15.8 44 2386 54.2 1445 23743 16.4
河北 127 3096 24.4 37 1785 48.2 42837 169887 4.0
河南 521 3953 7.6 737 4623 6.3 40848 82170 2.0
安徽 105 2263 21.6 42 1733 41.3 444 14354 32.3
江西 39 1649 42.3 7 1142 163.1 456 9010 19.8
湖北 83 1648 19.9 68 1457 21.4 3127 10887 3.5
湖南 95 2930 30.8 4450 7939 1.8 540 15869 29.4
山西 75 1544 20.6 19 1084 57.1 1554 9446 6.1
陕西 1120 3048 2.7 84 1187 14.1 1741 6060 3.5
重庆 - 2292 - - 1194 - - 7846 -
四川* - - - 57 2158 37.9 14560 42316 2.9
贵州 205 1787 8.7 22 1149 52.2 719 47531 66.1
云南* - - - 13 1161 89.3 6211 28110 4.5
甘肃* - - - 377 2131 5.7 6197 15774 2.5

资料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编，1985，《中国 1982 年人口普查资料（电子

计算机汇总）》，中国统计出版社，第 218-219页。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司、国家民委经济发展司编，2003，《2000 年人口普查中国民族人口资料》

（上册），北京：民族出版社，第 4-6页。

* 一些设有这三个民族自治地方的省份在本表里没有列入，川、滇、甘三省的藏族人口不做计算。

4．在内蒙古蒙汉混居农村开展的农民工迁出地调查

2005年7月，笔者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下属6个嘎查的26个自然村进行了问卷调查，在这

些自然村中，3个是以汉族为主的农业区，18个是蒙汉混居的半农半牧区，5个是以蒙古族

牧民为主的牧区。开展这一调查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对蒙古族牧民和汉族农民的外出务工现象

进行比较研究。

在全体被访户（888户）中，416户（46.8%）无人外出。超过半数被访户（53.2%）有

成员外出务工，其中311户（35.1%）有1人外出务工，133户（14.9%）有2人外出务工，

24户（2.7%）有3人外出，4户（0.5%）派出4人外出务工。被访户中有11户全户外出务工，

有27户全家有半数以上人员外出务工，可见外出务工在这一地区的农村已成为相当普遍的

社会现象。

在当地外出务工人员中，男性占74.9%，女性占25.1%。村中的未婚男性和女性青年大

多外出，已婚并生育的年轻夫妇中，大多为男性外出，留下妻子在家照看老幼。在这些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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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中：第一类为夫妇共同外出（19.3%）；第二类兄弟姐妹外出（51.6%）；第三类父

子、翁婿、父女两代人外出，但他们可能分布在不同打工地点。

在我们调查的888户中，汉族户主有533户（60%），蒙古族户主344户（38.7%），满

族户主10户（1.1%），其他1户（0.1%）。在务工人员中55%是汉族，43%是蒙古族。汉族

533户中外出366人，每户平均外出0.69人；蒙古族344户中外出286人，每户平均外出0.83人。

人们通常印象总认为汉族农民子女外出务工要比蒙古族牧民子女更为踊跃，但从这一地区

的调查数据来看，似乎蒙古族牧民子女对外出务工更为积极，这必然对本地蒙古族的未来

发展和蒙汉关系带来重要影响，因此需要给予特殊关注。

表3显示在收入分组中，每月750元到1000元组规模最大（31.4%），其次是500元到

750元的一组（25.3%）和250元到500元的一组（19.9%）。250元可以说是一个月收入的

底线，少于这个数目的主要是徒工，当地一些行业（中医、厨师等）的惯例是给学徒提供免

费食宿，但不给现金报酬。从累计百分数来看，79.2%的打工者月收入在1000元或以下，

他们是打工者的主体。24名“经商者”的月平均工资在1900元，表4中月收入在2000元以

上的17人，都属于这个群体。

表 3、打工者月收入分组

申报月收入 人数 % 累计%
0 5 0.8 0.8

100-250 12 1.8 2.6
251-500 132 19.9 22.5
501-750 168 25.3 47.8
751-1000 208 31.4 79.2

1001-1500 87 13.1 92.3
1501-2000 34 5.1 97.4
2001-2500 5 0.8 98.2
2501-3000 6 0.9 99.1
3001-4000 4 0.6 99.7
＞4000 2 0.3 100.0
总计 663* 100.0

* 2名被访者没有提供收入数据。

在 881户申报的全户 2004 年总收入中，如包括 425 户无人外出务工这部分农户，

15.2%的被访户的收入有半数来自外出务工，29.4%被访户收入有 30%来自外出务工，近

40%被访户收入有 20%来自外出务工。由此可见，外出务工收入对于许多农户的日常生活已

经是不可或缺。2004 年内蒙古全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为 2606.37 元，其中“外出从业收入”

仅为 162.43 元（6.2%）（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2008：360）。由于该地区邻近县城、交通

便利，调查地点农牧民外出打工的普遍性和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明显高于全区平均水平。

  表4、打工收入占全户2004年总收入比例

外出打工收入

占全户总收入%
户数 % 累计%

0 425 48.2 100.0
1-10 37 4.2 51.8
11-20 70 7.9 47.5
21-30 90 10.2 39.6
31-40 72 8.2 29.4
41-50 53 6.0 21.2
51-60 48 5.4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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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0 31 3.5 9.8
71-80 22 2.5 6.3
81-90 18 2.1 3.8
91-100 15 1.7 1.7
总计 881* 100.0  

* 另有7户没有提供收入数字。

从这 26 个村落的调查结果看，外出务工已经成为当地各族农牧民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

部分，超过半数的被访农户（53.2%）有成员在外地打工，约占当地劳动力总数的一半，

外出务工收入已经成为当地许多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外出务工显著地减少了当地人口

对农业耕地或草场资源的压力，提高了农牧民收入。这似乎应当是未来该地区劳动力转移的

发展方向。

5．新疆喀什地区疏附县开展的跨省劳务输出调查

2007 年 8月笔者在南疆喀什地区疏附县对劳务输出问题进行了专项调查，调查报告已

全文发表在《中国人口科学》2007 年第 5 期。维吾尔族占该县总人口的 98.2%，汉族占

1.6%，是个以维吾尔族占绝对多数的地区。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 2004 年为

1,611 元，2005 年为 1,821 元。2005 年疏附县乡村劳动力 93,969 人，其中从业人数 80,398 人，

据统计有 13,571 人待业。由于当地制造业和服务业规模小，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很低。2005 年

该县登记城镇失业人数 11,003 人，单从这两项统计数字看，该县的待业人口就有 2.45万人。

由于本地几乎没有汉族居民，缺乏语言环境，学校的汉语课程水平很差，农村绝大多

数维吾尔族初高中毕业生都不能讲流利的汉语，即使他们在本县城镇就业都有困难，去其

他城市更是面临严峻的语言障碍问题，政府组织的集体劳务输出是他们去外地打工就业的

主要渠道。因为南疆农村就业形势严峻，近几年来各级政府开始积极组织以合同工为形式的

跨省劳动力转移，以解决本地农村年轻劳动力就业和农村脱贫问题。 2006 年喀什地区有

21,771名经过培训的农民工进入北京、浙江、天津、山东等省市务工。疏附县 2007 年上半年疆

外输出集体务工人员 4,000 多人，工资最低每月 700 多元，最高的达 1,700 多元。

为了组织跨省劳务输出，疏附县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1）各级党委和政府组

建“农村劳动力转移领导小组”，疏附县由县委书记任县“农村劳动力转移领导小组”组

长。县里成立“劳动力转移服务中心”，乡镇成立“劳动力转移办公室”；（2）实行干部、

教师劳动力转移责任制：由县级领导带头，每名干部、职工和教师负责联系一户农民，帮助

转移一个劳动力；（3）加强对劳务输出工作的宣传介绍，疏附县把本县在天津务工青年的

工作和生活情况制成光盘发送到每个村进行播放，组织天津务工返乡人员到各乡镇介绍自

己在天津的情况，组织宗教人士、家长代表赴务工地点实地参观，务工人员的工资由乡政府

在群众大会上现场发放给家长；（4）采用干部子女亲属带头报名和入户动员的方法；

（5）发展劳务派遣组织：疏附县在重点输出城市建立了“劳务输出工作站”，配备专职干

部，负责协调务工人员与企业之间关系。在务工企业中，每 50名务工人员选派一名兼通汉

语和维语的带队人员（县乡干部）、1名维族厨师，制定了《疏附县预防和制止拖欠农民工

工资管理办法》，积极维护务工人员的权益（马戎，2007：32-33）。应当说，各级政府在组

织集体跨省劳务输出方面采取了许多方法并已经建立起一套制度。现在劳务输出已经成为当

地政府工作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各级干部的政绩考核也开始与“劳务输出”指标挂钩。

在调查中，我们也注意到南疆劳务输出工作中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1）需要对务

工人员进行汉语和技能培训，（2）注意在务工地点的安全问题，（3）在务工地点的生活

条件方面要充分尊重民族习俗，（4）注意新疆务工人员在新环境中的文化适应，（5）从

外出务工的长远发展看，需要加强学校双语教育，（6）最为重要的是，在动员工作中一定

坚持自愿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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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文网站曾讲到许多维族青年不愿意赴内地打工，偷偷自行返回家乡，以此说明政府

组织的跨省劳务输出是强迫性的。我们在县“劳动力转移服务中心”察看了赴内地务工返回

人员名单，看到在全体返乡人员（110 人）中，确实有“擅自返回”和“无故返回”的 32
人，占返乡总数的 29.1%，在全县劳务输出总数 4,000 多人当中，这 32 人占 0.8%。这说明

确实有极少数务工人员不愿继续在内地工作，没有通过政府管理人员同意私自返回南疆家

乡。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决不能为完成“劳务输出政绩指标”而对不愿外出

的维族青年进行任何形式的强迫，否则将在民众中伤害“跨省务工”工作的声誉和今后的

发展。

跨省务工对这些维族青年提供了可观的收入。我们在县劳务输出办公室看到某企业开

列的该县 39名务工人员 2006 年 10月的考勤工资表。这张表包括“基础工资、全勤奖、应完

成绩效、实际完成、超额绩效、脱膜补贴、考勤、加班时间、加班费、十一加班时间、十一加班费、

合计、扣除住宿费、宿舍押金”这些具体项目，除了两名组长工资分别为 1,011.93 元和

903.27 元外，该月其他工人工资在 745-908 元之间，平均工资 820 元。约为 2005 年疏附县农

民人均全年纯收入 1,816 元的 45%。每月有这样一笔收入汇回家乡，发到农村家长们的手中，

对于南疆农户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应该有所帮助（马戎，2007：31）。

南疆农村生育率很高，据 2000 年普查数据，45-49岁维吾尔族女性平均生育 4.43 个孩
子（黄荣清，2004：138）。南疆地区的自然条件干旱缺雨，当地的绿洲农业由于耕地、水源

等限制因素很难进一步吸收大量中学毕业的年轻劳力，本地城镇的二三产业发展有限，组

织劳务输出是一个重要的就业途径。但是考虑到南疆农村维族青年的汉语能力、宗教习俗、文

化传统等实际情况，要想顺利地开展跨省劳务输出，使这些维族青年男女适应以汉族为主

的沿海城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还需要做大量细致周到的工作，否则就有可能出现 2009 年

6月韶关旭日玩具厂那样的不幸事件。

二、要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来看待跨地域的各族人口流动

各族人口的跨地域流动并不简单地只是劳动力的迁移与就业问题，这样的流动会影响

到中国传统的族群地域聚居模式在未来的发展方向。如果一个民族人口分布和一个地域高度

重合而且具有排他性，地方利益就会与民族利益结合起来并加强“民族认同”、削弱国家认

同，那么这个国家的政治整合、经济整合和文化整合都会出现很大的难度。因此，我们需要

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来看待跨地域的各族人口流动。

1．各族劳动者在全国经济结构中的均布和相互“嵌入”

通过跨区域流动和迁移，各族劳动者和他们的家庭成员可以改变传统的以种族 -族群为

核心的聚居模式。这将使少数族群得以进入全国各个地区的就业市场，进入各地的经济结构，

这样他们得以更加广泛地与多数族群和其他少数族群成员接触，加强彼此的文化交流。

同时，各少数族群成员可根据本族在某种经济活动中的优势，使之在全国范围内得到

充分发挥并“嵌入”到各地的基层社区中，这样的“嵌入”活动进一步使各族民众逐步离

开本族传统居住地，淡化各族人口与原传统居住地的联系，逐步改变各族分区域居住的传

统模式，从而使各少数族群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例如近年来，随着韩国企业在中国许多地

区投资建厂，我国朝鲜族劳动力由于有语言优势很容易在这些企业就业，所以朝鲜族人口

近年来大量流动到这些有韩国企业的沿海城镇就业和生活。与此同时，随着人口流动，西北

维吾尔族和回族的穆斯林餐饮业、云南贵州的民族餐饮业也迅速在全国各地城市发展起来。

2．逐步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劳动力市场

建立这样一个劳动力市场可以使全国各族劳动力根据各地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及时流动

与重新组合，保持各地的就业率和各行业-职业的收入水平基本趋同。一个国家的公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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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他生活在国土的什么地方，他接受教育的条件、享受的社会基础设施和福利的水平，应该

是大致相同的，他实现就业的机会和所得劳动报酬的水平也应该大致相同。这样全体国民

（不论属于哪个族群）才会对这个国家具有公民的认同和忠诚，这是现代“民族构建”和

公民国家建设的核心基础。为了使一个国家的各族劳动力能够真正按照各地区劳动力市场的

变化和发展进行跨地域自由流动并顺利实现就业和定居，需要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各族劳动者的实际就业能力水平应逐步趋同。劳动力的实际就业

能力可能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语言能力，也就是掌握全国工具性族际共同语汉语的

能力。2000 年汉族人口占全国人口 91.4%，加上普遍使用汉语的满、回、壮等族人口，以汉语

为日常主要交流语言的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97%以上，再加上港台人士和主要学习汉语

的外籍人员，汉语文已经成为我国第二、第三产业最主要的语言工具。少数民族成员要实现

跨地域流动并到各地城镇的第二、第三产业就业，在学校里系统学习好汉语文是一个重要的

条件。

我国宪法规定少数民族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的权利，政府也为各少数民族建立了

以本族语文为教学语言的“民语学校”体系，少数民族成员可以根据他们本人意愿和就业

设想决定选择自己的学习语言。但客观现实是，如果不能熟练掌握汉语，将会对少数民族成

员的跨地域流动并在第二、第三产业就业带来困难。劳动力市场根据经营活动的实际情况提

出对就业者的语言能力要求，这不是政府政策能够干预的。从这一点上考虑，我国一些地区

的民语教育系统的招生规模也需要根据劳动力市场对民语毕业生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来逐

步进行调整。如果民语学校的毕业生“毕业即失业”，不仅是教育资源的浪费，对学生和他

们的家庭造成沉重的就业负担，而且也会对当地的民族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另一个方面是劳动力市场上需求的实际就业技能。我国现在普通初中和高中里所讲授

的主要是基础性知识，在实际就业技能方面提供的培训极少。考虑到各地初中升高中、高中

升大学的实际比例，在初中教育中增加一些实际应用性技能（电工、植物栽培、计算机应用、

会计等）的内容，对普通高中和中专的学校设置和招生规模进行调整并加强中专教学，对

于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的就业会有一定帮助。

3．要关注进城少数民族农民工的“文化适应”问题并给予必要的扶助

在发展社会学中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是否存在

针对某个特殊群体（如母语、宗教与社会主流群体不同的少数族群）的系统性“群体排斥”

现象。有的西方学者在对西藏社会的研究中也提出这一问题，认为藏人由于汉语能力和教育

水平较低很难参与到城镇的就业与发展中去，呈现出群体被排斥的态势（Fischer，2005）。

我们必须承认，藏族和维吾尔族农村青年在城镇就业市场上处于弱势，这一现象确实普遍

存在。但是这一现象主要与他们的汉语能力、受教育水平和就业技能相关。在体制改革后，他

们的就业机会现在主要是由市场机制来调节，而不可能像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来“安

置”。但是，尽管不存在政府有意在就业方面对少数民族就业者“群体排斥”的问题，但是

目前客观上存在着藏族或维吾尔族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市场上处于整体性劣势的情况，这对

边疆乃至全国的民族团结和建设和谐社会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各级政府和社会都必须给予

更多关注，并在大量深入系统调查的基础上，制订出能够切实有效地帮助少数民族农民工

就业的措施和办法。

为了有效地改善农村藏族青年在城镇就业市场居于弱势的状况，一是要加强反对大汉

族主义的全民教育，克服一些政府官员、企业家和管理人员头脑中存在的对少数民族的歧视

观念；二是通过学校教育、培训项目和扶助措施努力使少数民族成员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与

主流族群同样的实际竞争能力。这第二个方面是一个需要经过比较长期的努力才可能达到的

目标。三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在各族劳动力达到具有大致相同竞争能力之前，中央政府

和主流社会需要设计与实施一系列阶段性的过渡性政策，来努力推进这一进程，对参与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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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市场竞争的一些少数民族成员进行有效的扶植。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中国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新的社会问题与新的挑

战。中国经济已经“嵌入”进全球性的经济体系和国际大市场，长期相对闭塞的西部边疆地

区也正在“融入”中国整体性经济体系。在市场经济机制下，无论是资金、技术还是各类人

才和普通劳动力，都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流动性。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少数民族大

中专毕业生，也必须加入到这一人才和劳动力流动的大潮中，这必然使民族因素（语言因

素、宗教、传统文化因素等）加入到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各类因素（所接受教育、操作技能、工

作经验等）当中，而长期在沿海和中部城镇发展的国内和境外企业家们、到西部投资设厂的

沿海和境外企业家们，对于这些与民族因素相关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冲突，是缺乏思想准备

的。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相信随着近来一些社会矛盾的暴露，会逐步引起政府、社会和企业

家们的重视。我们的社会就是在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进程中逐步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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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orary Migration and its impact 

on Ethnic Relations in China 

Ma Rong

[Abstract] Accompanying the system reform and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developing the West”, 
there are large amounts of labor migration across regions and provinces. Many Han merchants and 
rural  laborers  moved  into  the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meanwhile  many  rural  laborers  of 
minority groups also moved into cities and towns, some even arrived in the coastal areas. This 

11



paper provides a general review of the migration flows, discusses several important issues related 
to these migrations based on the field research by the author. It suggests that the migration flows 
should be understood in a long-term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 A national labor market should be 
gradually  established  and  all  groups  will  find  their  position  in  this  market  based  on  their 
traditional business. In this process,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all necessary measures to help the 
minority laborers to be adapted in economic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of urban life. 
[Key words] Temporary migration, minority rural laborer, cultural 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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